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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和空间溢出

——以安徽省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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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 2008-2015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FDI 对生态效率的影

响。结果显示：各市的生态效率稳步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集聚区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考虑空间因素后，

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 EKC 的“U”型特征，人均 GDP 对本地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呈

现出“U”型特征；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正，而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负，对外开放度和

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因此，各市应发挥皖江城市带集聚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引导外资进入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同时尊重各市生态效率的差异，考虑空间单元的交互效应，因地制宜地利用外资，实

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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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资源消耗过量和环境污染压力剧增，

目前资源消耗总量和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为世界第一，并已迫近自身环境的承载极限
［1］

。因此，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数量

型增长模式过渡到考虑资源环境约束的质量型增长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之一，但对生态效率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只有少量文献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此，深

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生态效率内在关联机理，并从其关系中探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瞻性政策，具有很强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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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地迅速发展，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中国在 2014 年首次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外资的流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一方面扩大了地区的经济规模，提高了产

业的素质，改善了企业技术的有机构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和企业技术的创新
［2-3］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流入国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影响，这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由于研究者采用的方法、视角和研究样本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各异，外商直接投资

究竟是改善了流入国的生态环境还是恶化了流入国的生态环境？对这一问题学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

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促使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行业的急剧膨胀，进而使 FDI 对流入国生态环境产

生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环境污染成为 FDI 促进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4-6］

。另一观点认为外商直

接投资通过经济增长改善环境污染
［7-9］

。还有部分学者利用生态效率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标准，直接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

率的影响，初善冰等
［10］

利用 DEA 测算了区域生态效率，并运用 Tobit 模型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发现 FDI 对

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在东部地区。余姗等
［11］

构建了经济增长方程、环境技术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检验了 FDI 对生

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生态效率方程回归的结果显示 FDI 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 EKC 的“U”型特征。

综上，学界关于 FDI 对引入国的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为更好地利用外资做出了大量贡献。利用生态效率

作为衡量环境标准、以生态效率的变动来反映 FDI 对环境影响的文献不多，而且主要抓住了 FDI 本地效应，只考虑了 FDI 对生

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忽视了邻近区域之间的互动效应，这种空间交互效应还包括区域内各种要素、技术在区域间流动所产生的

影响。而且忽视各区域之间的各要素流动，忽视独立空间单元经济相关性，而这种空间相关性会使 OLS 回归结果有偏。较以往

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为：①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将各类污染物转换成污染指数，避免各类污染物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然后利用超效率 DEA 解决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排名问题，并且效率值可以超过 1，为后续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便利；②利用非参数

核密度估计模型，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生态效率的演进情况，更加全面地把握其变动规律；③

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捕捉空间单元经济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包括市内的空间

溢出和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精细地阐释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内在互动机理。这些可以保障本文结论能更

好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交互联系，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稳健和可靠。

二、安徽省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DEA 是一种非参数测算效率的统计方法，无须对数据进行量纲处理，也不需要进行赋权，使用非常广泛。CCR-DEA 和 BBC－

DEA 模型无法区分效率有效的决策单元，Andersen 和 Petersen
［12］

提出的超效率 DEA（SE-DEA）模型，解决了无法对多个决策单

元评价和比较的问题，实现了多个决策单元的比较和排序，计算出来的效率值进一步分析可以使用标准的最小二乘回归代替

Tobit 回归
［13］

。生态效率同时考虑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提出生态效率就是“在使用更少的资源，

产生更少的废物、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本文据此选择投入和产出系统。产出指标的选择为安徽省各

地级市的 GDP，投入系统包括资源投入和环境投入。资源投入包括：能源消耗总量、用水总量、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耕地面积；

而环境投入包括：废水排放量、SO2 排放量、工业粉（烟）尘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环境消耗类指标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于是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计算得出环境污染指数，由于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属于非合意产出，其特点是越小越好，依据现有文献

作为投入指标并进行相关处理
［14］

。由于仅能获取 2008-2015 年能源消耗总量数据，故选择 2008-2015 年作为研究区间，2010

年后统计年鉴仅仅提供工业粉（烟）尘排放量数据，故将 2008-2009 年的工业烟尘排放和工业粉尘排放进行合并处理，为了消

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对 GDP 总量进行了平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安徽省统计年鉴，各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统计性描

述见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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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超效率 DEA 的测算方法，采用 MYDEA1.0 软件对安徽省 16个地级市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限于篇幅具体测算过程略去，

结果见表 2 所列。

依据表 2 可知，安徽省各市的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各年的均值来看，2008-2015 年的生态效率逐年上升，呈现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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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发展势头。以 2008 年、2011 年和 2015 年为例，继续讨论安徽省各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情况，从时空两个维度来看生态

效率的动态变化，如图 1所示。三幅图的颜色逐年加深，说明生态效率稳步提升，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的生态效率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势头。从整体分布来看，区域颜色的差异扩大说明生态效率的区域差异在扩大，但深颜色的区域面积在扩展，说明生态效

率呈现出集聚趋势，集聚区域在扩大，这一区域主要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这与安徽省一系列的皖江城市开发的政策相互印证。

三、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情况

生态效率呈现出改善之势，区域差异较大，为了更细致掌握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动态演变情况，采用非参数核密度

估计方法绘制增长分布图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和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同样选取 2008 年、2011 年和 2015 年三个考察点，

绘制了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和生态效率的核密度曲线图，如图 2、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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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是外商直接投资动态演进情况，通过三个考察点可以看到：第一，2008 年和 2015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曲线整体右偏，

说明有些地级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高，区域差异较大；第二，波峰高度呈现出下降之势，降幅较大，波宽变大，波峰的右翼

亦有扩大，波峰右移，说明各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不断提高，各市的差异明显扩大；第三，2008 年和 2011 年都有一个主峰，同

时有形成多峰结构的趋势。2015 年的峰值进一步下降，波宽更大，2015 年形成双峰结构，但峰值差距不大，呈现出集聚的趋势

同时有极化的现象。

图 3 是安徽省生态效率核密度分布的动态演进情况，由图 3 可知：首先，从 2008 年、2011 年和 2015 年的核密度曲线位置

来看，呈现出逐年向右平移的趋势，这说明安徽省地级市的生态效率整体呈现增长的态势；其次，从核密度曲线的波峰和波宽

来说，峰值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波宽也明显增加，说明区域生态效率差异明显；第三，从核密度曲线的形状来看，2008 年

单峰形态，生态效率相对集聚，到了 2011 年变成双峰形态，两峰的高度差不多，而且两峰之间的距离较近，未出现明显的极化

现象，2015 年的双峰形态非常明显，而且两峰的峰值差距明显扩大，极化现象比较明显，程度明显加重。演进过程显示出生态

效率值较低的地级市发展相对缓慢，而生态效率值较高的地级市发展相对较快，由此可知在生态效率改进过程中各地级市发展

不协调。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省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数据本身特征出发，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情况和分布特征，仍不能完全理

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重在探讨两者之间的时间维度的关系，简单分析空间分布情况，而忽视了空间维度的异质性和区

域之间各种要素流动带来的交互效应，为此，有必要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和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由于要素流动带来的空间

交互性产生的影响。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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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依赖性是指一个空间区域上某一属性值和另一空间区域上同一属性值存在相关性的一种现象。而要识别这种相关性一

般采用莫兰指数法（Moran’s I），其计算公式为：

（1）式中， ， ，Yi 为第 i地区的观察值，n 为地区总数；Wij 为空间权矩阵，

描述区域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确定原则是邻近标准或距离标准。Moran’s I 指数的取值在［-1，1］，如果 Moran’s I > 0 ，

表明观察变量具有空间正相关；如果 Moran’s I﹤0 ，表明观察变量具有空间负相关；如果 Moran’s I =0 ，表明观察变量相

互独立，无空间相关性。

（二）空间杜宾模型设定

空间回归计量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观测单元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空间依赖关系
［15］

。一般的空间计量模型有三种形式：空间

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考虑了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依赖关系，也就

说本区域的因变量不仅受到本区域自变量变动的影响，还受到来自邻近区域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变动带来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2）式中，Y 为因变量向量；X 为自变量向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ρ 为空间效应系数；Xβ 为区域内解释变量对被解释

变量的影响；ρWY 为空间滞后项，反映邻近区域因变量对本区域自变量的影响；WXγ反映了区域自变量对邻近区域因变量的空

间影响。

当γ =0 时，SDM 模型退化为 SAR 模型，模型不包括解释变量的交互影响，此时模型形式退化为：

当γ + δβ = 0 时，SDM 模型退化为 SEM 模型，SEM 模型认为空间影响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中，其含义是邻近区域解释变量

的变动对被解释变量的误差冲击，这会对区域被解释变量产生空间影响。此时，模型形式退化为：

本文选择空间权重矩阵为一阶邻近权重矩阵（0、1矩阵），即是当空间单元 i 与空间单元 j 相邻时，Wij = 1；否则，Wij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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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线性回归的估计参数反映了解释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但考虑空间滞后模型，其参数的解释变得非常

复杂，空间回归模型的参数考虑到了空间单元的交互效应，这就需要采用其他方法求出真实的影响。应该从求解偏微分的角度

去衡量一个空间单元解释变量变化对相邻空间单元产生的平均空间溢出效应
［16］

。以空间杜宾模型为例，将空间杜宾模型改写为：

（5）式中， ，

以矩阵的形式表示为：

则

因此， 表示直接效应，是解释变量 x 对被解释变量 y 产生的平均效应； 表示

间接效应，是解释变量 x 对其他空间单元被解释变量 y 产生的平均效应。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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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指标。核心变量为生态效率（eco）和外

商直接投资（fdi），外资给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生态效率造成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9］

，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值

（lfdi）及其平方项（lfdi2）可以验证“EKC”曲线是否存在。除了核心变量 FDI 外，其他因素通过经济和生态两个侧面影响

生态效率。因此，在控制变量中考虑影响经济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因素。本文重点参考了已有研究
［17-18］

，从三个方面

选择控制变量：①收入类变量。选用人均 GDP 的对数值（lagdp）及其平方项（lagdp2）来表示，人均 GDP 是最基本的收入变量，

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也可以验证“EKC”曲线是否存在
［19］

。②结构类变量。现有的经济理论认为结构因素直接影响生

态环境，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wg2）；城镇化率（ur）用各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

对外依存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20］

。③制度类因素。制度因素往往是影响生态环境深层次因素，

包括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治理和环保意识。环境规制一般采用排污费征收占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环境污染治理采用各市治理

环境污染投资额来表示。由于排污费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严重缺失，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采用 R&D 经费（lrdc）来反映政

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从技术层面间接反映，因为研发投入越多，可能会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环保意识（edu）采用各市人均

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21］

。

所有数据均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和各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分析见表 3 所列，利用外资总量、人均

GDP 和 R&D 经费均使用 GDP 平减指数平减。

（四）结果讨论

1.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

为了选择合适的面板模型，首先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出 OLS 估计的残差，对残差进行空间相

关性检验，以确定是否有必要选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由表 4可知，调整的 R2 值为 0.686 0，模型拟合较好，F 检验值为 31.83，

其 P 值为 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FDI 对数值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其平方值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负向的，

而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 GDP 对数及其平方项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呈现出“U”型特征，第二产业比重、城

镇化率、技术水平均在 1%水平上通过检验，对外依存度和环保意识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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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 OLS 回归的残差进行空间依赖性检验，表 5结果显示：莫兰指数值都为正数，而且呈现上升趋势，除了 2008 年和 2011

年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其余年份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 OLS 回归的残差存在空间相关性。显然采用普

通最小二乘回归存在缺陷，模型估计的参数有偏，应该考虑空间单元要素之间交互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更为合适。

2. 空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

（1）空间面板模型选择。依据上述的结果，应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由于空间计量模型存在滞后项，使用 OLS 回

归估计的参数有偏，故选择 MLE 对杜宾模型进行估计，但首先要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 6 采用赤池信息

准则和 Hausman 检验来判断。通过比较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似然值、AIC 和 BIC 值，得出应该选择固定效应的杜宾模型，

同时 Hausman 检验结果也显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可得出固定效应杜宾模型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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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检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是否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其实只要拒绝两个原假设 H0: γ = 0 和

H0: γ + ρβ = 0 ，即可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第一个 Wald 检验值 14.74，P 值为 0.064 4，在 10%的显著性水平拒

绝了 H0: γ = 0 原假设，杜宾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类似地，第二个 Wald 检验值为 5.081，其 P值为 0.057 6，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 H0: γ + ρβ = 0 原假设，杜宾模型不能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结合上述的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的空

间杜宾模型，结果是稳健的。

（2）空间杜宾模型计量分析。利用 Stata14 软件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 MLE 估计，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包括三种类型：

空间固定效应、时期固定效应和空间时期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7 所列，三个模型的第一列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

影响，第二列表示自变量对邻近市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根据似然值和赤池信息准则，应该选择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

型。双向固定效应杜宾模型 rho 值为-0.291，在 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这说明安徽省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生态

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依赖地理临近效应的发挥，而现实中的生态效率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相互关联，这与

模型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是吻合的，说明模型选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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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效应分解。由表 8 可以看出，空间杜宾模型中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对生态效率均产

生了显著影响，而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或者说影响很小，这也说明未考虑空间因素

的最小二乘回归的参数估计是有偏的，不能有效解决空间单元变量之间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在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的基础上，大多数实证研究都采用空间模型的点估计方法来考察空间溢出效应，即使用表 7中的结果。但点估计的参数测度影

响程度是不准确的，可以采用求解偏微分的方法
［16］

。这为测度和检验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坚实的基础
［22］

。如表 8

所示，通过求解偏微分的方式，呈现了各因素对于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分解结果。这种影响包括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和

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前者是地级市各影响因素变动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后者是邻近地级市的各影响因素对本市生态

效率的影响，这两种效应之和就是总效益。直接效应的影响途径有两种：一是各因素对本市自身的生态效率高低的直接影响，

可用模型中各因素的系数估计；另一种是各因素对邻近地级市的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而对本市的生态效率产生空间回馈效应。

间接效应的影响途径也有两种：一是邻近地级市各因素变动对本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另一种是邻近地级市各因素变动对邻近地

级市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而对本市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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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为负，其平方项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正，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利用

外资的“污染天堂假说”，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存在“U”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

能源开发行业，技术水平较低，一方面加快了安徽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重了环境污染，导致生态效率降低，随着居民环保

意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管制的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清洁度”不断提升，并最终提高安徽省生态效率。外商直接投资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本市的生态效率就会下降 0.893%，其平方项每提高 1%，促进本市的生态效率提高 0.019 8%。外商直接投资对生

态效率间接影响为正，外商直接投资的平方项对邻近地市的生态效率影响为负，呈现倒“U”型，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邻近地市影响尚未显现出来。

安徽省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agdp）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为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平方项对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

为正，而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验证了生态效率和收入水平的 EKC 的“U”型特征，在经济发展水

平低的阶段，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增长模式，过度依赖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来实现经济增长，导致生态效率下降。随着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改善，降低了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有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提高 1%，本市的生态效率下降 1.82%。人均 GDP 的间接效应是直接效应的近两倍，

人均 GDP 的间接效应为负，其平方项的间接效应为正，且均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人均 GDP 对邻近地市生态效率

的影响也存在“U”型特征。一个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为支撑，这样必然会导致各市之间的资源争夺，所以一个城市经

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市资源造成挤占，对生态效率产生负向影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提高 1%，邻近地市生态效率会下降 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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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级市产业结构（wg2）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但直接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

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影响较弱或者说还未显现出来。安徽省是农业大省，目前安徽省的工业化正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度在上升。工业增加值反映了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工业在各市产业结构中通过行业集中度、技术水平显示了产业的成

熟度，随着第二产业比重越来越高，第二产业生产效率就会比较高、技术也可能更环保，这样各市的经济发展耗费的资源可能

会较低、产生的环境污染比较小，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就会逐步显现。目前来看，安徽省的工业化正在快速发展，但

工业化发展是相对滞后的，所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赖资源消耗实现的，对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有限。

第二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为正，而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主要是因为邻近地级市的第二产业比重提高，

因为技术水平高而对资源的需求会降低，这样会减少本市资源的溢出，从而减轻环境的压力。另外由于技术的外溢，会对本市

产生正向溢出，这样对本市的生态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安徽省地级市城镇化率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均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

响有限。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处于快速推进阶段，是新型城镇化试点省，这一方面给安徽省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会对资

源产生过度的需求，从而导致生态效率的下降。目前来看，安徽省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城镇化率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还未显现出

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会加剧资源的竞争，最终会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安徽省地级市环保意识水平高低是使用各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edu）来表示的，直接效应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提高了人们的环保意识，能够促进地方环境规制，但这一效果不显著。但邻近地级市的人均教育

年限的提高对本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能是由于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阻止污染重和资

源消耗大的企业入住，高污染企业被迫转移至邻近地市，这样会对邻近地级市的生态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产生

“邻里的示范效应”。

对外开放度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而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对外开放度越高生态效率越低，究其原因，

一方面对外开放会增加就业，对外贸易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可能是通过出口资源消耗多、对当地环境污

染严重的商品实现的。反映技术水平的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为研发投入倾

向于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对环境污染的研发投入不足，而且新的技术可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同时伴随的就是环境污染问题，

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对外开放度和研发投入间接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区域经济现象并非孤立的，而是植根于空间单元的相互影响之中，为了捕捉这种空间交互影响，以安徽省为例，采用 SE-DEA

模型计算安徽省地级市的生态效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布和动态演变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

宾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这种影响包括对本市的直接影响和对邻近地级市的间接影响，得出以下

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从生态效率的均值来看，安徽省各市存在明显的差异，逐年改善。从空间分布来看，区域生态效率稳步提升，但生

态效率的差异呈现扩大之势，生态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集聚区域在扩大，这一区域主要集中在皖江城市带，这与皖江

城市一系列开发政策息息相关。通过非参数核密度曲线可以看出，安徽省地级市的生态效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差异在扩大，

极化现象比较明显。生态效率演进过程中显示出生态效率值较低的地级市发展相对缓慢，而生态效率值较高的地级市发展相对

较快，安徽省地级市生态效率发展不协调。外商直接投资核密度曲线右移，降幅较大，波峰右翼亦有扩大，外商直接投资整体

提高、差距明显扩大、集聚趋势变得不明显。

其次，本文的空间回归结果显示：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出 EKC 的“U”型特征，同样地区人均 GDP

对生态效率也存在 EKC 的“U”型特征，城镇化率、环保意识和第二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影响不明显，这与部分学者观点基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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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10-11］

。另一方面，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空间交互效应，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捕捉到这些因

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本市的生态影响存在 EKC 的“U”型特征，而且人均 GDP 对邻近

地级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也存在 EKC 的“U”型特征。产业结构比重的增加提升了技术水平，降低了资源需求，减少了对邻近地级

市的资源需求，同时技术的正向溢出效应提高了邻近地级市的生态效率。环保意识水平的提高，会产生“邻里的示范效应”，

可能会导致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产业转移至邻近地级市，这样会降低邻近地级市生态效率。

通过以上结论的推敲，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各级政府制定招商引资的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方面：一方面要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U”型特征。为了实现拐点

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各市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要合理利用外资，不能为了到达拐点毫无选择的利

用外资，承接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低端产业。要抓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有质量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提高城市

外资的“清洁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好空间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要充分利用各市之间的溢出效应对自身生态效率的促进作

用，发挥各市之间的示范效应带来的益处，同时要规避示范性引发的竞争而对生态效率产生的负向影响，推动生态效率的进一

步提升。

其次，安徽省地级市的生态效率逐年提高、集聚区域在扩大，但差距也在扩大，有极化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类似的特

征，安徽省各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注意均衡发展，根据各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外资，促进 FDI 和生态效率

的协调发展。

再次，研发投入对生态效率的直接影响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研发投入的结构偏向于经济效益型的技术开发。因

此，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要调整研发投入的结构，突出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创新开发，推动技术创新对生态

效率的提升作用。

最后，安徽省对外贸易和城镇化水平正在快速发展，促进了安徽经济的腾飞，但也不能以资源过度消耗以及耕地、森林资

源等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可考虑以信息化和绿色化作为城镇化发展方向，把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协调起来。要把科学发展观

融入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去，承认各市生态效率发展的差异性，统筹各市生态效率的发展，依据各市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发展

的进程，考虑各市空间交互效应，最终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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